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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歌词的叙述转向与新伦理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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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叙述性和抒情性一直是歌词的两种重要成分，中国传统歌词以抒情性为主导，此说已成定论，叙
述性常被遮蔽而不显。然而在中国当代歌词中，此主导成分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尤其近 20 年来，歌词中的
叙述性及各种叙述特征越来越突出，这种明显叙述转向，预示着中国歌词正向全新的阶段演变。叙述更接近
歌的意动性交流目的，也契合当代人思维结构的变化: 从群体主体性向共同主体性伦理担当的转变。同时，
它也为商业文化压力下被分散的词作家主体身份取得了“自我塑形”，从而在个人创作和文化表意上完成了
一种自我构建，继而超越歌词本身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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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歌词的两种构成成分: 抒情与叙述
中国传统歌词以抒情为主，此说已成定论。叙事歌词不仅出现晚，且数量少，在中国诗史的讨论

中，不占重要地位。尤其当专用的叙述形式: 讲史、平话、曲艺、戏曲、小说出现之后，用诗讲故事

就成了特例。如果我们只考查歌词，那么常被称为 “歌行”的叙事歌词更是少数，在曲子词和宋词

元曲之中，叙事歌词几乎无迹可寻。
延续这个传统，中国现代歌词也以抒情为主，真正叙事的歌词很少。朱光潜在 《长篇诗在中国

何以不发达》一文中指出，“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的路径有许多不同点，专就种类说，西方诗同时

向史诗的、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，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。”① 这个总结一直被看

成是无可辩驳的归纳。然而，偏向抒情不等于说中国歌词中没有广义的叙述性。叙述性在中国古代歌

词中时有出现，只是数量少，且与抒情混杂，被遮蔽而不显。 《毛诗序》中的名言 “诗言志，歌永

言”，过于简要。闻一多先生曾对此作过详尽考证，他在 1939 年撰写的《诗与歌》中说: “无文字时

专凭记忆，文字产生后，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。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。记忆谓之志，记载

亦谓之志，古 时 几 乎 一 切 文 字 记 载 皆 曰 志。”② 故 “诗 言 志”也 就 是: 诗 用 语 言 来 记 载 事 件。
《诗经·国风》中就有不少明显具有叙事性质的诗，如 《生民》、 《公刘》、 《谷风》、 《氓》等。但

《诗经》中的叙事和真正的叙事诗还是有很大不同，冯沅君 1937 年 5 月 16 日发表于 《大公报·文

艺》上的《读〈宝马〉》一文讲到: “《诗经》里颇有几首近于史诗的篇章……这些诗未尝不穆穆皇

皇。但读起来，我们却觉得它们不够味。”冯沅君的不满事出有因: 在中国传统的抒情和叙事诗中，

叙述与抒情一直是混杂的，两者成分比例不同，混杂方式也不同。就如清代叶燮指出: “盈天地间万

有不齐之数，总不出理、事、情三者……六经者，理、事、情之权舆也。合而言之，则凡经之一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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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皆各备此三者而互相发明，分而言之，则《易》似专言乎理，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似专言乎事，

《诗》似专言乎情，此经之原本也。”叶燮所说的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三者可以兼有，只不过在不同

的文体，各有侧重。因此，在所谓抒情歌中，无论传统诗词，还是现当代歌词，很难找到没有叙述成

分的文本，正如在叙事歌中，很难找到没有抒情成分的歌词，而大部分歌词，实际上都位于这两个极

端之间。
本文要论述的一个事实是，近年来，随着当代歌词创作的多元化发展，中国歌曲中，原先被抒情

主导所遮蔽的叙述成分越来越显露，叙述性的各种特征都逐渐凸显。这并不是中国歌词构成成分的变

化，而是很大一部分当代歌词中的主导成分的改变。① 这种变化意义深长，它构成了中国歌词的 “叙

述转向”，使中国歌词向一个全新的阶段演变。如果学界依然认为至今为止的中国歌词还是以抒情为

主，那么，现在或许应该是重新认识这一观点的时候了。
在区分歌词的叙述性和抒情性时，我们通常把非叙述的句段，都称为 “抒情”。王夫之说，“即

事生情，即语描绘”。实际上，一首歌的句段可分为三种: 叙述 ( narrative) 、描述 ( description) 、评

述 ( commentary) 。除了明显的叙述外，描绘可包括景色、物状、人物、心情等，也只有描写心情可

以算作抒情，而评述也会混杂着叙述和抒情。因此，不能说非叙述的句段就是抒情。这样的二分法，

很容易引导人们向抒情偏移。所以在本文论述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弄清一个基本问题: 什么是叙述?

叙述，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。叙述有很多种定义，但最基本的可

以这样理解: “叙述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情况变化，即事件，组织进一个意义文本，期待接受主体认

知此文本中的伦理与时间方向。”② 叙述强调“有人物参与的变化” ( 叙述中的所谓 “人物”，即具有

人格的一个“角色”，不一定是人) ，“人物”与“变化”是叙述两个必需的要求，缺少两个要素的文

本，只能是“陈述”而不是“叙述”。
2. 叙述与歌词的意图时间性
叙述，首先必须有话语时间意图方向。班维尼斯特 ( Emile Benviniste) 曾将话语的意图方向对应

三种“语态”: 过去向度着重记录，类似陈述句; 现在向度着重演示，结果悬置，类似疑问句; 未来

向度着重说服，类似祈使句。三者的区别，在于叙述意图与期待回应之间的联系方式。
歌词与诗最接近，按雅克布森的文本六功能说法，诗性，即 “符号的自指性”。这与托多罗夫称

之为“符号不指向他物”之说相应。但歌词又不同于诗，歌的主导功能落在引发发送者的情感与接

受者的反应，歌词必须在发送者的情绪与接受者的意动之间构成动力性的交流。所以它的意图时间性

是朝向未来的。
这一点，歌词与小说、电影等一些记录过去事件的体裁很不相同: 歌词能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这

三种内在的时间意图性交织在一起。过去事件是回溯，现在事件是 “歌唱的此刻”正在发生的事，

未来事件是“我”希望发生的，尤其希望“你”来采取行动。歌在三个时间方向的叙述不仅能自由

转换而且特别自然。
通常，叙述过去的事件，是比较 “正规的”叙述，这也是小说最典型的叙述，当叙述的事件发

生在现在或将来时，抒情和叙述的混杂性会更为复杂。“抒情”的本质是静止的，而叙述则必须在时

间中展开，某种变化，不管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故事，还是现在和将来要发生的愿望。可以这么基本归

纳: 被叙述事件的时间很重要，落在过去叙述性比较明确，落在未来次之，落在现在歌曲或段落，由

于时间不明，很容易被当做情景描述。
3. 叙述三素的凸显
叙述性出现在歌曲中时，就会出现所谓的“叙述三素”，即人素、时素与地素。歌曲借这些元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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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表现对象建立关系，尤其与我们的“经验现实”或 “文本间现实”建立关系。尽管在同一首歌里

这三种要素并不一定都会出现。
时素，即歌曲叙述事件的时间点; 人素，即歌曲中出现的人物。一旦歌曲中的人物锚定，我们便

由此了解歌曲的内容背景。人素一样可以分成 “特定”与 “一般”两种，由于歌曲的特殊性质，在

传统歌曲中，特定式的人素并不多见，有时见到，也多为英雄或伟人身份，而且往往在标题中就点明

了人素，如《嘎达梅林》。因为这个人物的特殊身份，歌曲会明显地向颂歌的抒情性靠拢。
在当代歌曲中，歌词的叙述性不仅表现为人素的特定性增强，人物身份下移，更强调 “有人物

参与的变化”，即“人物在变化中”。最典型的例子是被认为是歌词作家方文山和歌手周杰伦合作的

“中国风”的发轫之作《娘子》。叙述“我”与一个远古的“娘子”的感情故事，这很容易写得陈腔

滥调，但方文山在此巧妙地开辟了一种特别的叙述修辞途径，可以称之为 “穿越式叙述”。在 “我对

你说”的歌词基本表意框架中，叙述者 “我”只能在此刻，不可能回到过去，也不可能到达未来，

但人物“我”可以通过被叙述，跳过这个时间障碍，进入不同的时空维度。叙述者我与人物我的差

别被称为“二我差”。① 通常歌词叙述过短，这个二我差不容易清楚地体现出来，但在穿越式叙述中，

可以被戏剧化。叙述创造的情景越特殊，叙述的张力就越强。
在当代歌曲中，我们还能听到人素安排更为具体而真实的歌曲，比如，谭维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

《我是谭某某》，几乎是自己的一个简单自传。《心有林夕》、《我不是李宇春》、《周大侠》等，人物

时常在歌名或者歌词中出现。人素越具体，歌越是个性化。歌词说出自己的故事，其叙述就显得更为

顺理成章。
相对时素、人素来说，歌词中地素只在一种歌曲中至关重要，这就是当今为服务于旅游文化而发

展出的“形象歌曲”。因为“形象歌曲”是被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标识性符号来使用的，因此，地素锚

定是形象歌曲不可缺少的因素。但通常来说，由于形象歌曲的目的在于宣传，它借重歌曲是一种歌众

不断重复传唱艺术的天然优势，通过反复使用，达到象征符号效果，得以大范围地流通，所以形象歌

曲更多是抒情式的，它占用了地素而不叙述故事。但在当代歌词中，地素也会成为一个故事必不可少

的因素，它参与故事的叙述，比如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《白桦林》。
可以看到，时素、地素、人素这“三素”，是催生歌词叙述品格的基本要素。虽然 “三素”并不

必然导致讲故事，但它们都有一般与特殊之分: 特殊者因为靠近 “真实历史”，叙述性就比较强，越

是“特殊”的时素、地素、人素，对于叙述性的贡献越强，越是表现时素、地素、人素的种种变异，

歌词的叙述性就越明显，歌词的故事性也越强烈。反之，一旦 “三素”的特殊性降低，歌词也就容

易进入一般化，情节就渐渐一般化，甚至可能与情景描述很难区分，容易落进抒情模式。比起传统中

国歌曲，当代歌曲中三素带来的叙事成分明显增强，这也导致叙事和抒情两种构成成分的比例发生了

重大改变，叙事成分逐渐占主导，从而也带来了当代歌词风格的重要变化，即“叙述转向”。
4. 叙述与歌词的交流本质
现在我们进入关键性的问题: 为什么当代中国歌词会出现叙述转向?

首先，歌的目的在于意动。歌的基本结构是呼应，是“我对你说”，盼望着你回应。这是歌曲基

本的交流模式。叙述更能满足歌词的 “呼应结构”要求。歌曲作为最典型的意动性文本，目的也在

于吸引歌众。情歌之所以几千年没有写尽，而且今后几千年也写不尽，不是因为感情是永恒的，而是

因为这些感情的表现方式千变万化: 不仅是词语的文字花样翻新，更因为是叙述的事件之永远不同。
其次，叙述在歌词的交流中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。当歌进入社会流通，开始其文化流程，歌的呼

应交流就成为流通的渠道。歌曲的最主要文化功能是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往，尤其当语言不足以表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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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情或情绪时，更需要歌以呼求应，作为交流的中介。尽管不是每首歌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，至少

每首歌都在朝这个目标努力，这是歌之为歌的本质要求。而要让歌曲的接收者唱起来，除了音乐动

人，或是要让对方觉得歌词中说的很类似他或她所体验到的感情，或是歌中的事件有点类似他或她的

个人经历或梦想做的事。我们往往只见到前者 ( 感情相通) ，而没有注意到后者 ( 事件类似) ，没有

看到感情是寄身于故事之中的。
其三，叙述从本质上说，是反单向度的。叙述往往用经验细节说明某种感情或愿望的实现过程，

从而把感情客观化，把很可能简单化的感情变成一种复杂经验。叙述表现的是一种经验的型构: 具体

事件与经验相联系，让感情成为经验者的体验。因此叙述使得意义有一个生成过程，而不是直接强加

给听众。当这种感情被情节表达出来时，或是被听众体验出来时，就具有一定的观察距离。抒情歌词

大多是主观的，单向度的，排除异质成分的，而叙述歌词是向世界敞开的，不仅可以传达当代人

“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”的细腻感情，还可以表达更复杂的思想和理念，比如阎肃作词、姚明作曲的

《说唱脸谱》，将戏剧、流行及念唱三种不同的音乐风格，三种不同的表意方式，综合成一种复杂的

歌词文本: 形式也是文本，本文也是形式，新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，在不同表意风格中展开对话，就

如格式塔心理学所论: 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。正是叙述产生的交流品格，生动而深刻演绎了作品的真

正意图。
其四，从记忆特点看，歌曲作为一种交流工具，需要给交流者留下深刻印象，最好能记住，能复

述，能自己来唱。在这个方面，叙述有远远超出抒情的优势: 叙述能帮助记忆。心理学家图尔文认为

人的记忆有两种，一种 “情节型记忆” ( episodic memory) 是组合型的，记住的是个人的、个别的、
与具体时间地点有关的事件; 另一种“语义型记忆” ( semantic memory) 是聚合型的，储存的是组织

过的、抽象的、脱离具体时间地点的范畴。① 通常，一个人的记忆是两种方式同时进行，但情节性的

记忆更容易发生。这也是现代广告文本为了获得好的记忆效果，力求组成一个有情节过程的故事，也

就是有一个“组合结构” ( syntagmatic structure) 。② 歌曲显然也是如此。史诗、弹词、评书，文本虽

然很长，之所以能被记住，还是得益于叙事成分。
5. 歌词叙述与新伦理建构
许多学者认为近年批评界的重要趋势是 “伦理转向” ( Ethical Turn) 。它和歌词的叙述有什么关

系? 歌词的叙述转向似乎是个形式问题，伦理转向强调内容或意识形态。实际上，它们是一个问题的

两个方面。因为叙述化，才彰显了伦理问题。叙述化不仅是情节构筑，更是借叙述给经验一个伦理目

的。有不少学者指出，只有用叙述，才能在人类经验中贯穿必要的伦理冲动: 叙述的目的是意义，但

首先是道德意义。
叙述的伦理，与抒情相比，更为复杂: 从歌曲的 “呼应结构”来说，抒情歌是直接的 “我对你

说”，其中的主体对应立即得到体现; 而叙事歌趋向是回避直抒胸臆，借用事件来曲折地表现，在表

意程序上比较复杂，因此不再是“我对你说”，而是 “我告诉你我的故事”，甚至是 “我告诉你他的

故事”，这样就卷入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跳过了直接的主体对应。叙述也被某些论者称为一种修

辞，③ 目的在于不必直接说出，因为接收者能利用自己组织事件的能力，读懂情节，读懂情节包含的

意义。叙述构筑了人物经历的时空变化 ( 即所谓情节化 emplotment) ，人物参与使这个世界成为 “人

的世界”，因此叙述使人的行为与其道义后果戏剧化了。
20 世纪的中国，前 80 年的历史，启蒙、革命、国家等现代性话语与抒情有着深层的关系。正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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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德威的总结: “‘抒情性’的政治维度，其内里则与主体的建构，与国人的拯救，与历史创伤的弥

合密切相关。由此， ‘抒情’也是一种 ‘情感结构’，既与政教论述相通，也是生存情境的编码形

式。”① 从这个角度看，当代歌曲的叙述转向，标示了中国人思维方式，即 “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”
的重大转向: 人们不再轻易接受现成的结论，开始从情节化的叙述中作独立的思考。这种变化与中国

当代文化生活的现代化有关，也与中国人生活经验的复杂化有关。在人和人之间，人和社会、自然之

间，建构的不再是集体性，而是“主体间性”基础上的“共同主体性”。这也正体现在哈贝马斯的交

往理论中，其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相互理解，“语言行动不只是服务于说明 ( 或假定)

各种情况与事件，言语者以此同客观世界中某种东西发生关联。语言行动同时服务于建立 ( 或更新)

个人关系”②。要寻找这种理想的语言行为，叙述是最合适的，它可以让叙述者处于文本的中心，叙

述给了自我一个支撑点，为自己构筑了一个从自身通向他者和世界的经验形式和交流空间。
在当代文化版图中，这种叙述的意义，在词作家身上似乎更为明显。歌曲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产

品，不可否认，处在商业娱乐和文化的夹缝中，一个词作家很难摆脱它们对自我主体摧残的压力，但

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词作家就得放弃创作自我主体身份，沦为商业的工具。然而，这种自我主体身份又

如何取得?

斯图亚特·霍尔认为，“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，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

实，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 ‘生产’，它永不完结，永远处于过程之中，而且总是在内而非在外部构

成的再现。”③ 主体身份建构是一个变动的过程，显然，词作者的自我不可能完成，他需要不断与世

界与他人建立意义联系。格林布拉特在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六位作家时，指出这些作家的自我塑

形是通过他们在各种文本中采取的身份，不断回到特殊的个体生活场景中去，“回到男男女女每天都

得面对的物质需求和社会压力上去”④。这种身份需求，就是讲故事。格林布拉特将此称作 “即兴运

作” ( improvisation) ，即把自我变成各种故事的叙事者融入到周围文化限制中的一种方式，“能够让

大多数人适应一种既定的文化，同时也让自己参与其中”⑤。当代歌词的叙述转向，也是歌词作家寻

找自我主体的方式的结果，词作家们走着格林布拉特的 “即兴运作”路线，即用不同的歌词文本的

叙事身份，完成着“自我塑形”。叙述在他们的个人创作和文化表意上完成了一种自我构建，继而超

越歌词本身的意义。
叙述不仅成为歌曲新的发展方向，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化中各种体裁 ( 例如广告、新闻甚至心理

治疗) 共同的转向，不是歌词正在越出传统的边界，而是叙述转向正在改变着未来的文学史。然而，

为了抵达这个最终的意义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有多样解释可能的叙述。这也是当代中国歌曲

“叙述转向”的历史使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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